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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代青年文化生态中的上海通信图书馆*

李 哲

[ 内容摘要 ] 创建于 1921 年的上海通信图书馆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广大青年读者，积

极传播进步思想，彰显了红色图书馆事业在思想建设、社会组织、人才培养等方面的

重大意义。这所图书馆以其创新的图书分类法、通信借还书制度和管理运行方式，有

力地推动了五四新文化以至革命思想的传播，逐渐成为上海进步青年互通声气、交流

思想的中心。该馆的青年文化社团性质，馆读之间诚挚而热烈的交流，以及信任读者、

服务读者、追求共同进步的互助、合作精神和文化理想，彰显并成就了浸润着五四精

神的 1920 年代青年文化生态，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

[ 关键词 ] 上海通信图书馆；青年文化；五四运动；图书管理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也是上海通信图书馆建馆一百周年。一个世纪之前，

进步青年秉持追求真理的愿望和互助友爱的精神创办了独树一帜的上海通信图书馆，并在党的

领导下发展壮大，以其创新的图书分类法、通信借还书制度和管理运行方式，为上海乃至国内

外以青年为主体的广大读者提供了精神食粮，成为发扬光大五四新文化的重镇。考察五四新青

年创办、建设上海通信图书馆的过程，以及该馆以党团组织为核心密切联系青年群众、开展思

想交流、构建阅读共同体的工作经验，对于当代中国图书馆以及相关文化机构在服务青年、文

化育人、引领社会风尚等方面的探索颇有助益。

一、上海通信图书馆概况
上海通信图书馆（以下简称“上通图”）始于应修人发起组织的读书同好会。1921 年 5 月 1 日，

时任中国棉业银行出纳股主任的应修人联合几位爱好读书的同事，发起、成立了上海钱庄业银

行界青年职工互助性读书团体“共进会”。这个青年书友会逐渐扩大为一个对外开放的图书馆，

并因可以通过通信方式借书还书而得名“上海互助团通信图书馆”，继而更名为“上海通信图

书馆”，内部组织则定名为“上海通信图书馆共进会”。图书馆原本设在应修人工作的福源钱

庄楼上，随着藏书和借阅者的增加，不久迁到天津路 44 号的一间房子，后又迁至横浜路天寿

里 91 号。

1925 年，在“五卅”风潮中，上通图又迎来了新的发展。该馆成立了共青团支部，应修人

等骨干随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上海通信图书馆月报》（以下简称“《月报》”）创刊。《月

报》以及编印了多版的《上海通信图书馆书目》，极大地方便了读者借阅图书以及与馆员的交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百年中国科幻文学中的人类共同体想象研究”（项目编号：21XZW001）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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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在党的领导下，上通图的业务更加兴旺，遂三迁至宝山路三德里 A16 号，与创造社出版部、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及其附设的东方图书馆为邻。

上通图虽然一度受到大革命时代政治风潮的冲击，但很快就恢复了元气。1928 年，其藏

书由建馆时的 138 种 281 本增加到 5000 余种 20000 余册，基本会员 450 人，读者亦有数千人

之众，分布于全国 20 多个省市乃至南洋、日本、美国、法国等地。因支持图书馆的文化事业

而加入“共进会”的名流甚多，其中有郭沫若、郁达夫、胡适等著名学者和作家。作为进步文

化的一面旗帜，该馆与日俱增的影响力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敌视。1929 年 5 月 4 日，刚度过

八周年馆庆的上通图被查封，所有书籍文件图章等均被没收，由其书写的五四新文化史光辉篇

章遂告终。

二、进步青年的图书馆事业
上通图的诞生，与五四一代青年讲求互助友爱、关注社会改造的进步思想是密不可分的；

而其创办和运作，又使得进步青年的理想得以落实。

通信借书之方法，并非应修人等首创，1920 年北大学生陈友琴、区声白等人就发起成立

通信图书馆，并在号召大家捐助的启事中，阐明了普惠公众的图书馆之社会价值：“改造社会

是一件很重大的事，不是少数人可以包办的。所以我们必要使人人均有读书之机会，领受一点

新智识、新学说。纵使不能为改造社会之前驱，亦不至为改造社会之障碍。”他们还指出，能

够长期研究学问的人是“少数的资本阶级”，而工人们忙于生计，又乏财力，既无书可阅，也

无人请教，“所以文化运动虽是闹得很高兴，亦只是少数人受其益”。(1) 他们编制并赠阅图书目

录，希望以通信的方法，让广大求知者有书可读。接受北大师生的慷慨捐赠后，1921 年该馆

已拥有数千册图书。(2)

相比最高学府菁英的社会关怀和启蒙意识，上通图在理念和实践上更具平民色彩。究其原

始，该馆发端于应修人分享自家藏书的公益之举。应修人是五四时期崭露头角的青年诗人，也

是一位酷爱买书读书的“书痴”。他把自己陆续购置的书刊放入“修人书箱”，供钱庄同人取

阅。在他的带动和倡导下，爱好读书的同业人士逐渐聚集到一起，互通有无，至有兴办图书馆

的举措。在《上海互助团通信图书馆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中，他们表示：

社会的进化由于人类能不断地思想，而思想传布和交换，实靠书报者为多。要考察一地方的

进化与否，只须访问地方的图书馆兴盛与否。近来改造社会家多肯着眼于出版事业，这原是最可

喜慰的事；但于读者一方面却很少人顾虑。试问在现代私产制度底下的人们，能有充足的读书期

么？能有充足的买书力么？谁也不敢下个肯定的答复。没有图书馆以便利群众，则书报只能流通

于掠夺阶级，这实非改造社会的初衷。(3)

因此，创设上通图的“两大希望”是“成为远近人们的藏书库”和“为大规模的上海图书

馆的先导”。应该说，上通图的同人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无论新文化的出版业如何繁盛，出版

(1) 《通信图书馆募捐启事》，《北京大学日刊》第 579 号，1920 年 4 月 20 日。

(2) 《北大的学生事业》，《北大生活》编辑部编：《北大生活》，北京大学北大生活社，1921 年，第 28 页。

(3) 《上海互助团通信图书馆宣言》，《民国日报·觉悟》，1921 年 6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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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都受制于商业法则，无从解决有求知欲而疲于奔命的人们缺乏“读书期”和“买书力”的

问题，遂使新文化、新思想为一小部分有产者所专有。而与书报资源丰富、立意振导社会的北

大学生相比，“共进会”发端于满足和丰富自己与周边同好的读书需求，更能体现“互助”和“联

合”的时代精神。

上通图的组织运作方式很好地体现了《宣言》标举的公心。据楼适夷回忆，图书馆的藏书

最初由“共进会”参与者捐出“各人自己所有的书”构成，并且每人每月还须从收入中分出一

部分供图书馆添购新书。尔后吸纳的新成员也有纳费义务，但交费数额由每个人根据自身状况，

在一元和十元间认纳，亦不构成在会员间划分等次的依据。图书馆的平等互助理念还体现为“没

有职员，事务都由主持者在业余来做”；“共进会每年举行全体年会一次，产生一个干事会，执

行一切会务和馆务……每周轮流值日，处理日常馆务”。(1) 借由会员的慷慨捐献和义务劳动，

藏书不断充实，借书范围不断扩大，而近水楼台的会员亦在学识上收获丰厚。

三、服务青年的新型图书馆文化
上通图不仅填补了上海市公共图书馆的空白，更以其诚挚地服务青年的理念和实践，造就

了一种新型的图书馆文化。正如《宣言》申明的那样，上通图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同

好会，而是以服务广大青年为夙愿：“我们力虽无几，却很愿以这无几的力，尽用在这无人愿

办的事业上。多认识几个有志读书者，多添我们几分感激；多借出几种有益的书报，便多添我

们几分快慰。”(2) 这一宗旨随着图书馆的发展广为人知：“通信图书馆的用意在利用通信的方法，

使远近各地方有志读书者，得以自由读看不出租费的书。故于无力升学甚至无钱购书的青年最

有帮助。”(3)

为了让各地渴盼新知、追求进步的青年能够克服障碍、徜徉书海，上通图在制度上多有

创新。

首先，尽量减免借阅者的费用。1921 年的《上海互助团通信图书馆章程》声明，“我们所

有书报，编成书目，并印借书约，备借书者索阅”，“凡载于书目的书报，都可来信借看，无须

租费”。(4) 当此时，如无上海学术团体或上海互助团团员担保，借书尚需缴纳保证金，但一年

之后发表的《上海通信图书馆章程》就取消了对于保证金的要求。(5) 这之后，外地借阅者只要

支付邮费，就可以从上通图借书。值得一提的是，上通图的会员虽然为图书馆出资出力，“而在

图书馆中的权利，并没有比非会员有多大的优越”(6)，这就意味着囊中羞涩者也能平等地享有

读书自由。

其次，充分信任读者。上通图的特点，“是对读者的完全的信任，不取押金，不用保证，

(1) 适夷：《记上海通信图书馆》，《读书与出版》1947 年第 3 期，第 14—15 页。

(2) 《上海互助团通信图书馆宣言》。

(3) 《上海通信图书馆书目第五期出版》，《学生杂志》1925 年第 8 期，第 125 页。

(4) 《上海互助团通信图书馆章程》，《民国日报·觉悟》，1921 年 6 月 22 日。

(5) 《上海通信图书馆章程》，《民国日报·觉悟》，1922 年 6 月 22 日。

(6) 建南（楼适夷）：《入会》，《上海通信图书馆月报》第 6 期（1926 年），第 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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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条件地信任借书出外，甚至可以用通信方式邮递出借”(1)。这是对“国民素质”抱持成见的

人难以想象的：

吴稚晖《朏盦座客谈》（按：应为《朏盦客座谈话》）中说法国某些图书馆，借书人可以自

由借书出外，不取任何保证，如果这办法运用到中国来，保你不到一个月图书馆就会搬空了。吴

先生说这话时显然对中国一批纯正的青年不曾认识，照我们整整五年工作的经验，前后近数万次

的出借的书，损失的数字不过千分之七八，而且大都还是邮途上损失的。(2)

这种信任是双向的、相互促进的。一旦证实图书丢失的责任不在借书人，上通图即不要求

赔偿，然而借书人却往往争着弥补，“或是另买新书，或是用现钱，或是用价值相等的别的书”。

于是，“在这种为大众服务的过程中，我们愈加觉得大众的可爱，而提高了服务的热忱”。(3)“新

青年”的精神风貌由是彰显：“可能我们那会的进步青年，不仅有绝对的求知欲，而且有旺盛

的政治热情，都在黑暗中追求真理，遇到通图这样的关系，相互之间，有一种‘相濡以沫’的

精神，是互相绝对信任的。”(4)

最后，积极宣传推广，吸引读者。尽管上通图对于踽踽求索的有志青年堪称暗夜明灯，但

图书馆的主事者并不坐等读者上门，而是在报刊上反复刊登启事，力求惠及更多读书人。1925

年 6 月出版的《图书馆》创刊号上有一则别致的广告，题名为《不收学费的导师》，内容是：

“我们工商界同志……组织成这个通信图书馆。购备青年必需的图书，俾受过智识荒而深感苦

痛的，不必费经济，不必远离职业或家庭便能解决这种苦痛。”(5) 为了让借书者了解藏书情况，

上通图编制了馆藏书目并不断更新，还创办了内容丰富的《月报》。为了更好地满足进步青年

的阅读需求，应修人和许元启在 1926 年主持创制了“S. T. T. 图书分类法”，突出设置与马克

思主义、反帝反殖、民族解放相关的类目。

上通图扶助大众的抱负和新颖有效的举措，使得诸多有志青年受惠良多、感铭心切。这个

图书馆的意义，由当时的一位忠实读者的记述可见一斑：

上海通信图书馆又复活了，于是我也复得着我的生命的寄托所。说也奇怪，自去年春通信图

书馆中止以来，这一年中我就尝到了人生的苦味。既无书籍可阅，生活已失了轨道，于是不幸的

事情又接二连三的来个不了，我简直是再无勇气来“苟延残喘”。(6)

事实上，作者曾自行购书多种，“然而买来的书我终不能拼命的阅去，放在书夹里决没有

其他督促我的力量，于是我仍就感到无书可阅之烦闷——其实是缺乏督促力使我不能走专一的

路，至此我愈感到上海通信图书馆给我的另一重的益处了”(7)。可见，上通图不仅提供了书籍，

还以“书非借不能读也”的心理态势，敦促读者潜心求知，从而成为因“同志的缺乏，书籍之

难得”而向隅苦闷者的精神家园。

(1) 楼适夷：《关于上海通信图书馆的一封信》，《图书馆杂志》1982 年第 4 期，第 78 页。

(2) 适夷：《记上海通信图书馆》，《读书与出版》1947 年第 3 期，第 14—15 页。

(3) 适夷：《记上海通信图书馆》，第 17 页。

(4) 楼适夷：《关于上海通信图书馆的一封信》，第 78 页。

(5) 《不收学费的导师》，《图书馆》1925 年创刊号，第 54 页。

(6) 张挚甫：《我所读之书》，《会报》1928 年第 37 期，第 61 页。

(7) 张挚甫：《我所读之书》，第 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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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阅读共同体与青年团结
上通图由几位青年白手起家创立，致力公益而蒸蒸日上、闻名遐迩，可谓成就斐然。但上

通图同人并不满足于提供书籍，而是高度重视在读者借阅过程中与之发生的联系，并努力开展

交流，从而构造了富有理想主义精神的文化共同体。

通过借书记录，上通图有意识地了解读者，并进而有所作为。“借书人在第一次借书之后

就给他编定一个号码，制一张借书人卡，从这卡上，我们就可以看出这借书人的读书的倾向，

倾向好的，我们便和他通信联络起来，慢慢的他们就变了会员，变了积极的工作者。”(1) 这种

前大数据时代的读者行为分析和应用，不可不谓有心。如果说借由阅读取向的观察相对被动，

始于《月报》第 2 期的“通信者”栏目堪称主动“出击”。其创设说明如下：

我们特地仿 Esperanto 书报式，开辟这小小的一栏，专为促进会员与借书者的情好，及借书

者与借书者的联络。无论是会员是借书者，假使愿意与人通信，都可把名字和地址送到这儿来。

我们希望能造成许多许多的好朋友。(2)

在这个栏目中，上通图的几位核心成员各陈志趣、呼朋引伴，讨论话题非常多样，包含

学术、国语、艺术、革命等。对于能够见面的左近读者，上通图另创一个“交谊会”，腾出周

四晚上“作有益的谈话与娱乐……接受借书者的批评与指导，同时借书者可以询问我们所能够

答复的事情，使两方面种种的隔阂都解除了，然后可以共同谋怎样把我们这个事业发展开去的

大计划”(3)。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上通图的读者工作并不限于兴趣和馆务交流。“也有许多借

书人，从办事精神上对我们发生了信任，便有提问题，提意见，委托事务的。甚至有外埠来沪，

首先就来找我们，要我们给他指引路径、介绍学校等等，我们就尽力替他服务。”(4)

上通图既有协助外地读者立足之举，就超越了同好社团的范畴，发挥了类似会馆的作用。

但其出发点并不是乡情乡谊，亦非简单的趣味相投，而是超乎其上的文化和社会理想。生活在

半殖民地大都会的上通图同人（核心成员大半为工商界人士），深刻地感受到支配社会的金钱

法则对人际关系的毒化：“丑恶的拜金制度的社会，横陈在我们眼前，我们生来就呼吸不到丝

毫的人生乐趣。到处都是冷酷无情，到处都是自私自利。”(5) 为了打破这个“以利相结”的铁屋，

他们决心反其道而行之：“我们组织上唯一的信念，就是社会上许多人都是我们很爱好的友朋，

而且我们的友朋，并不是以利相结合而是以纯洁的友情相结合，这个纯洁的友情，却是从求知

的共同嗜好上发生出来的。”(6)由读书求知结成阅读共同体，继而同声相应，携手与共，贡献资财、

智慧及劳力于图书馆之建设，终成使成员普遍得到身心安顿的“友爱共同体”，这是上通图灿

然可观的成绩：

就是在这小小的五年来的上海通信图书馆，可以证明将来新社会是怎样的快乐、和谐的生活！

(1) 适夷：《记上海通信图书馆》，第 16—17 页。

(2) 《通信者》，《上海通信图书馆月报》第 2 期（1925 年），第 15 页。

(3) 建南（楼适夷）：《纯洁的友情》，《上海通信图书馆月报》第 5 期（1925 年），第 6 页。

(4) 适夷：《记上海通信图书馆》，第 17 页。

(5) Siu（应修人）：《上海通信图书馆与读书自由》，《上海通信图书馆月报》五周年特号（1926 年），第 6 页。

(6) 建南（楼适夷）：《纯洁的友情》，第 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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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不以金钱利害结合的，平等，自由，博爱，大无我的小组织中间，我仿佛已经踏进无政府

共产主义的社会，已能感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人生”真义了！ (1)

自创刊起，《月报》封面上始终题有世界语刊名，寄寓其中的期待正如应修人所言，乃上

通图借书者能有“世界语读者样的如兄如弟如姊如妹的情热”(2)。正是因为这种情热和友爱，

馆员们承担着繁重的工作“还觉得很快乐”(3)，乃至近二十年后，“全国各地和这图书馆发生过

关系的人，一提起它来的时候，都还怀着一种像回忆青春美梦似的感情”(4)。

五、党领导的思想文化阵地
1925 年 8 月，上通图经历了一场重大风波。国家主义派主导的《醒狮》多次向上通图寄赠

刊物，编审科均坚决退还，这引起了“上通图”创始人之一、执行委员会前总务科主任、国家

主义信徒沈滨掌的强烈不满。当年 8 月 1 日，《醒狮》刊文指责上通图，称沈滨掌对该刊甚为

同情，而“该馆中之共产派则恨《醒狮》入骨，竟至拒绝陈列”，沈氏“愤该党之专横，现已

正式辞职”。上通图执委会开会商议后，认为本馆“负有传布进步的思想之使命”，故有理由

将《醒狮》拒之门外，要求沈滨掌去信《醒狮》报社，据实说明辞职另有原因。然而沈氏最终

不但不执行决议，反而以委员“态度激烈，措施失当”为由，率二十名会员（占当时会员总数

四分之一）登报脱离上通图，一时间竟使该馆陷入“存亡绝续的危局”。(5)

在风云变幻的 1920 年代，上通图作为一个影响力越来越大的青年文化机构，不可避免地

卷入政治纷争。事实上，从建馆《宣言》对“私产制度”和“掠夺阶级”的不满开始，上通图

同人便有批判乃至改造社会的志向，唯取径不一，渐生不和，终至分道扬镳。这种分化在当时

的青年群体中十分常见。围绕《醒狮》发生的这场斗争前后，正值“五卅”风潮，关注时局的

进步青年在愤激之余不免彷徨，而在这个关键时刻，党在思想和组织两方面都发挥了“定海神

针”的作用。

楼适夷曾说：“回想起来，如果没有党来领导，几个青年的小小事业是不可能坚持八年，

留下深远影响的。”(6) 从上通图收藏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运动书籍，执委会主要成员对《向

导》和《中国青年》等进步刊物的热心推介和对《醒狮》的排斥，以及 1925 年共进会中有恽

雨棠（执行委员）、恽代英（监察委员）、杨贤江等多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来看，党在《醒狮》

事件爆发时的确对上通图有相当程度的影响。在反共势力的威胁下，搬到横浜路天寿里的上通

图没有退缩：“这时候我们好几个人加入了共青团，经常在这儿开会，请沈雁冰、赵世炎、杨

贤江那些人给我们作报告。而这地址，事实也成了共青团闸北区的通讯处。许多会员和读者，

(1) 许元启：《人日颂》，《上海通信图书馆月报》五周年特号（1926 年），第 5 页。

(2) 修（应修人）：《从“绿邮”徽章想起》，《上海通信图书馆月报》第 7 期（1926 年），第 3 页。

(3) 建南（楼适夷）：《纯洁的友情》，第 5 页。

(4) 适夷：《记上海通信图书馆》，第 14 页。

(5) 《为醒狮报造谣及二十人出会事告全体会员》，《上海通信图书馆月报》第 1 期（1925 年），第 5—11 页。

(6) 卢中岳：《楼适夷与上海通信图书馆》，《图书馆学研究》1982 年第 6 期，第 10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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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通图成为团员后转党员的人数不少。”(1) 在党的领导下，上通图不但没有像很多青年社团

一样因为思想分歧而解体，反而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期：“那时不但馆务蒸蒸日上，我们内部

团结一致，而且许多人开始走上实际运动的道路。”(2) 就这样，上通图成为众多进步青年走向

革命的桥梁。

六、结语
存续八年之久的上通图，作为“上海第一个真正开放的公共图书馆”(3)，堪称 1920 年代

上海公共文化事业的一盏明灯，亦足为五四青年文化之代表、红色图书馆之先驱。一代青年以

书会友，聚沙成塔，创办了自己的图书馆，复以普惠大众、改造社会的胸怀，信任读者、服务

青年、共同进步的理念，各尽所能、竭诚相待的实践，将各地进步青年团结成阅读共同体，造

就了崭新的图书馆文化，尽显青春中华之风采，时至今日对于图书馆等各类文化阵地的建设依

然富有启发。

作者系重庆大学图书馆馆员

(1) 楼适夷：《关于上海通信图书馆的一封信》，第 79 页。

(2) 适夷：《记上海通信图书馆》，第 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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